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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情况相似，经过建国初期的准备，“十七年”河

北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957年后，从1958年戏剧

。大跃进”开始正式进入创作热潮期，到1964年全国京剧现

代戏观摩大会和1965年华北五省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达到了顶峰，涌现了不少精品，如《节振

国》(线连合版为1958年：唐山市京剧团集体创作，于英执

笔版为1964年)《八一风暴》(1963年)《六号门》(天津

京剧团，1965年根据1951年同名话剧改编)等都具有良好的

艺术感染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京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贡献。丽工人形象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京剧现代戏的突

出成就， 《节振国》和《六号门》便是凭借对工人形象的朴

实塑造，被评价为“这时期真实反映旧中国工人生活的最好

的戏曲作品”∞。本文拟从这两剧工人形象塑造的角度出发，

观照“十七年”间河北省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得失。

一、得：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当凡人成为英雄

戏曲现代戏是新中国全面戏改．[作发展的必然成果。用

传统戏曲表现现实生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对接，是戏

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事实上，传统戏和现代生活并非天

然合拍，传统戏曲的程式、节奏以及叙事结构都和现代生活

有者或多或少的相背。传统戏曲创作中讲究故事情节的曲折

和人物命运的传奇，而现代戏剧创作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塑

造和现代性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凸显。京剧《节振国》和《六

号门》在当时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便在于其作为京剧现代

戏，成功塑造了工人形象，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顺利对接。

1．工人形象的英雄召唤作用

几乎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英雄情结，这种英雄

情结的内涵和表现随着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和时

代特色。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逐渐凸现人民革命的特

点，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

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

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强调，使得英雄主义情结表现出一种民粹

主义的特点。从“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庶民胜利”

一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民粹主义

在中国走过了一条从信念到精神，从路径到策略的漫漫长

途。”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想的变迁中，带有民粹主义意

味的英雄主义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推崇，因为其能

最大限度地感染、鼓舞和引领群众去建设新中国，而小是将

群众聚于麾下实现自身对权力的独享，这对于建设中的新中

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从《文艺报》1952年第9期开

始“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到1953年全国第二

次文代会强调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再

到1958年英雄人物塑造“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町以看出，

中国文艺界在作品中成功塑造社会主义人民英雄的心情越来

越迫切。

对当时戏曲艺术来说，工人形象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的，

而英雄自身先天的传奇性和传统戏曲的审美理念不谋而合。

于是，塑造工人身份的社会主义英雄可以实现传统和现代一

定程度上的对接。当然，社会主义人民英雄同时具有民粹

主义和英雄主义特点，而这两者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应该

说，京剧《节振国》和《六号门》的创作对于二者内涵的异

质同质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英雄原本就会对人类的行为、

精神等方面形成激励，工人身份的人民英雄因为就在民众

“身边”，更是可以形成对民众的召唤作用，同时，还和国

家话语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节振国》和《六号门》中塑造的党领导下的工人领

袖，分别代表了两类人民英雄：一类以节振国为代表，一上

场便具有传奇性的英雄气质；一类以胡二为代表，只是最普

通的穷苦工人，跟随党的足迹最终成长为英雄意味的：1二人领

袖。两类英雄都因其人民性呈现出强烈的召唤作用。

抗日英雄节振国是河北省唐山市赵各庄矿的一名普通工

人，其在1938年开滦煤矿抗日大罢工斗争中手持大刀砍杀鬼

子的故事在群众中广为传颂，曾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赞扬，

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1958年，唐山市赵各庄矿工人

线连合根据亲身经历及史实和传说，创作了反映开滦赵各庄

煤矿工人抗日斗争的现代京剧《节振国》(后和唐山市京剧

团一起多次修改，1964年演出的则为于英执笔的版本)。

节振图和解放前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一样，地位低下，

出身穷苦，甚至想要卖掉最心爱的宝剑度过生存危机，这在

一方面体现出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

方面更可以对像节振国一样的劳苦大众起到强大的呼唤、召

引和吸纳作用。何况身处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

每一位民众心中都有一团英雄主义的火焰。看到节振国这样

一位普通的煤矿工人，在党的引领下，最后成为了一位万众

瞩目的民族英雄，还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相信每

一团燃烧的英雄主义火焰都至少会得到瞬间的勃发：节振国

和我是一样的人，他能够成为这样激动人心、流芳青史的英

雄，或许我也能。这种具有政治动员功用性的叙事显然采用

了一种启蒙性的现代视角，即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人皆可

为英雄”的理想，完全吻合了新中国建立伊始对人民英雄的

需求定位。

1965年天津市京剧团集体创作的京剧《六号门》是根据

1951年天津市搬运工人集体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反映天

津解放前后搬运工人的生活和其反把头的斗争。天津解放前

夕，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车货

场六号门搬运工人胡二家父子三人，同在封建把头马金龙所

开脚行卖力。胡大因负载过重，被车轧死。胡父被骗欠下马

家阎王债后病死。胡二被辞退后仍被逼还债。走投无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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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二受到共产党员丁占元的启发，提高了阶级觉悟，成长为

工人领袖，领导全体搬运工人和把头马金龙父子进行斗争并

取得了胜利。

和节振国出场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有斗争经验的工人领袖

不同，京剧《六号门》中主要工人形象胡二出场时和“英

雄”毫无不沾边，只不过在共产党的启发指引下，从一个

“英雄召唤”的受体，成长为一名自觉的工人领袖。撇开胡

二成长转变的合理性不谈，单从胡二身份的平凡来看，这位

工人形象身上蕴含的英雄气质具有更强烈的平民性，从而比

节振国的形象更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个人成长经历也必然

引起曾经遭受旧社会苦难的人民群众更多的情感共鸣。

虽然《节振国》和《六号门》都表达了“只有在党的带

领下才能真正取得个人斗争的胜利”这样的政治主题，但一

个创作于激情澎湃的1958年，一个改编在社会主义教育的

1963年后，不同的创作时代对人民英雄的诠释必然不同，

节振国偏传奇，而胡二偏平凡。但是英雄气质所携带的故事

性、流动性，以及召唤性在两个工人形象身上都有或鲜明或

含蓄的体现，于是随着两个工人英雄的成功塑造，社会主义

英雄叙事不仅调和了民粹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异质性，而且完

成了京剧现代戏中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接。

2．权力意志中的人文抒写

1960年代的戏剧作品中，文艺创作观念已由建国初期延

续的延安精神发生转换，更多体现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意识

的改造主题。此时，作为阶级力量的地}阶级和资产阶级虽

已消亡，但其思想意识的影响仍会渗入到新中国漫长而深入

的文化重构过程中来，新时代观念会自然引发新的矛盾固。这

种新矛盾原本为历史叙事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文学作品可

以抓住这种机遇从“合法化叙事”中走出来，恢复反体制的

文学本质。但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中国家意志的强势影响，

即使有识之士创作出来这样的作品，舞台上也小可能展现

出来。历史叙事遭遇巨人困境，戏剧创作者们不得小转而将

创作笔触伸向革命历史题材。如《节振圉》表现的是抗日战

争，而《六号门》则改编自1951年创作的同名话剧，这样，

便可以尽量规避对现实生活做出个性化的解读和判断。

与后来的逐渐“去人化”的“高大全”英雄形象不同，

这个时期的戏曲创作总体还保持着相对朴实的现实主义表述

方法，在塑造工人形象的过程中，并不刻意避讳其正常的人

性、人情方面的展示和表达。

真实的节振国是一位传奇人物，而传统意味的传奇性在

构成英雄核心气质的同时，势必弱化其形象的客观真实性，

再加上权力意志对人民英雄召唤作用的需求，出现在京剧

《节振国》中的节振国经过一次次的改编，越来越体现出鲜

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在后来的《节振国》版本中，

剧作者只保留了节振图卖剑抵债、怒踢钱斗、刀劈敌寇这

些极具英雄主义色彩的情节渲染，而对于颇具传奇性的武器

——刀的特写，只保留了刀劈日本兵的情节，用以显示节振

国武功的高超，其他时候则将这把传奇之刀隐藏在戏剧的叙

事结构中，充其基作为主人公的道具加以交代。这样不仅使

情节更加紧凑，更使得节振国这个工人身份的人民英雄有种

从神龛走入凡问的生活质感。他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对弟

兄们发自内心的关心，对家人自然流露的关爱，战斗残酷时

也会有无法看清前进道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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剜玉兰：风美她爹!

节振国：(站住。回头)

刘玉兰：听说咱五矿都挂队了?

节振国：嗯!

刘玉兰：振国!(转过身去)

节振国：怎么啦?玉兰!

刘玉兰：这几天我总是心跳!

节振国：是啊!罢工可不跟下窑干活省心哪!

刘玉兰：要多留心啊!

这是一段节振国和妻子的对话。由“风英她爹”到“振

国”，称呼的变化，将节振国妻子刘玉兰这个中国传统女子

的身份从更传统的“风英她娘”，递进为更独立也更亲密的

“振国妻”，加上其欲言又止的语态，含蓄而强烈地表现了

其内心对丈夫的担心和挚爱。而节振国安慰意味很重的直呼

妻子名字“玉兰，怎么啦?”自然而真切地传送出节振国与

妻子之间平等、融洽、亲密的情感信息。这种对人物日常生

活的人文抒写一方面丰富了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摒除了人

物身上过多的传奇性，在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只有共产

党指导下的工人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这种论断便显得

更加顺理成章，达成了权力话语和人文抒写的相得益彰。

和《节振国》一样，京剧《六号门》也采取了现实主义

表现手法突出党政意志的叙事主题。所不同的是， 《六号

门》用了大量的笔墨叙写了普通工人的个体生活，流露出编

创者朴素的人文关怀。如果把胡二的转变当作全剧的分水

岭，那么这种人文关怀集中体现在前半部分，主要表现胡

二一家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在旧社会的血泪史。胡二一家三代

都受尽了马家脚行的剥削凌辱，流尽了血汗。他对反动统治

阶级的刻骨仇恨毋庸置疑，但其实际的行为表现却非常耐人

寻味。

胡二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面对大哥的惨死，敢于质问

和指责(导致后来被“杀鸡吓唬猴儿”地辞退)敌人，毫不

掩饰自己忿恨的情感。但胡父被骗欠下的霸王债压在胡二身

上后，他虽怒斥把头，依然展现出其血性，但血性的肌理中

又隐现出一种惯性的逆来顺受：“姓马的!马金龙!我们胡

家祖孙三代都给你们马家当牛做马，就在这东货场，累死了

我爷爷，轧死了我大哥，我爹叫你们逼得吐了血，怎么着，

临了，临了，还把我一脚踢开?好，好!人不死，债不烂，

姓胡的走到哪儿，都能挣钱还账!”被压迫至此，胡二居然

还不忘记欠债还钱。这和话剧本中胡二被开除后给马家送寿

礼求情以及胡二和妻子下跪求情的情节有着气质上的贯通。

这样的叙事对胡二的立体形象是有增强作用的，对主题表达

也不无裨益。一方面对胡二们投身革命的必然性做到充分交

代，使权力意志对民众人格的改造作用显得更加强大；另一

方面还可以看出封建奴化思想对普通民众观念的毒害之深，

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文化体系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底层民

众，被驯化为骨子里的顺民，他们对于被压迫被剥削会有随

遇而安的承受，不到绝路，胡二们很难走向～条和正统话语

相抗衡的“不归路”。创作者这种充满现代性的人文关怀，

无论是突出时代主题还是闸顾历史『口J题，都在人性的高度和

文化的深度方面更强有力地支撑起权力话语。

当然，如果一味渲染胡二性格中的逆来顺受，其后来的

思想转变便会显得非常突几而不可信。所以，当所有的努力

万方数据



都宣告失败，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胡二开始反思：“我心

中恨的是这吃人的世道，累折腰寻不出生路一条，为什么穷

苦人当牛做马难得一饱?有钱的他喝人血，身不动来他膀不

摇!⋯⋯依我看血债还要用血讨!”“非杀掉马金龙不可”

这样的念头表明，胡二的反抗意识走向极端。此时，共产党

员丁占元适时出现并加以引导，胡二就顺风顺水地接受了党

的教育并成长为党的战士，其思想也由狭隘的个人“报仇”

开阔深化为整个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阶级斗争，更能体现

工人阶级的英雄本色。

另外，从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实践这一点来讲，京

剧《六号门》的编创者“关心并探求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京剧

艺术形式来比较准确地表达革命的思想内容。”唧避免了“旧

瓶装新酒”和“话剧加京剧”的偏颇，在传统和现代的对接

中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

从《节振国》的传奇到《六号门》胡二的平实，除了可

以领会到京剧现代戏创作中传统和现代的对接更加沉稳和深

入之外，还可以感受到戏剧创作心理从激情到理性的回落。

而在强调创作主体性的戏剧创作中，这种“理性”处理不

好，则很有可能造成创作个性的严重缺失。

二、失：现实与创作的隔离——当激情遭遇理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话语对戏剧创作做了诸多干预，这

些干预促进了全国戏剧发展的间时，也对戏剧创作的艺术发

展形成掣肘。“十七年”间政治运动过于频繁。社会心理确

立稳定几乎没有可能。戏剧创作者们即使对现实生活充满激

情的感悟，也大多因文艺权力化的制约，难以在作品中对现

实生活进行有个性的分析和客观评判，创作主体性被迫离

席，倾诉着那个时代激情和理性难以融合的尴尬。这在和现

实联系最为紧密的现代戏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1．单个作品的败笔 ．

作为京剧现代戏的成功之作， 《节振国》和‘六号门》

的创作之失呈现出一种时代的共病，文艺权力化对作品艺术

性的硬伤，创作个性缺乏导致的大量作品雷同等问题，在几

乎每部京剧现代戏中都可看到。《六号门》后半部分有对新

中国时期的表现，现实无法回避，又难以弥合创作和现实的

隔离，于是该剧充分展现了创作激情遭遇权力话语的捉襟见

肘，产生出多处败笔。《节振国》因其革命历史选材，避开

了现实生活在创作中可能产生的尴尬。但从其叙事结构等诸

多方面渗透出的那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也可窥见

创作和现实之间的隔断、创作主体性的匮乏等时代弊病。

时代感欠缺：京剧《六号门》改编自1950年代初期的同

名话剧，内容较忠于原作，所以依然表现出和话剧同样的时

代感，再加上创作主体受权力意志的掌控，很难对时代主题

准确定位，胡二的形象在前半部分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工人

形象出现时非常丰满鲜活，而在原本应该尽展新时代感觉的

后半部，胡二形象却被抽离成为解读权力话语的代言符号，

完全不能凭借其言行举止等戏剧性外化，体现出任何新的时

代感。

主题不突出：较之话剧侧重表现阶级苦难不同，京剧

‘六号门》确立宣扬的是党政意志。但和很多“十七年”小

说一样，创作主体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意志对戏剧创作的

规范，而另一方面却苦于创作潜意识性和政治理性的无法调

和。即使是刻意而为的意识形态作品，也可能会因为创作激

情对文学性内容的客观倾斜，形成作品主题和权力意志的客

观疏离，从而造成“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主题尴尬。

人物形象不连贯： <六号门》前半部分胡二形象真实而

丰满，他的血性、他的妥协、他的抗争都突出了其作为个体

人的心理特征的自然外化。虽然在当时对《六号门》的一片

赞扬声中，作者对人性的观照受到“斗争性表现得不够充

分”蛳的质疑，但这一工人形象的丰厚不容质疑。可惜，后半

部分的叙事差强人意，全剧前后呈现严重的“头重脚轻”。

究其原因，客观上由于作者对胡二苦难生活的表述过多，占

用了戏剧既定容量中其他内容的份额；对胡二形象的情感倾

注过多，而忽略了包括丁占元在内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传

统戏曲的常见特点)。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创作和现实的

隔离，主体意识的匮乏。成为工人斗争领袖的胡二，全无之

前的血肉丰满，只保留了一个干巴巴的骨架。这是胡二的尴

尬，也是创作主体和整个时代的尴尬。

现代性的缺失：京剧现代戏要求用传统的艺术形式阐述

现代性的思想。客观来看，比较成功的作品会在舞台上展现

现代性的一些元素，但大多作品存在现代性不同程度的缺

失。人性是现代性的主题词汇之一，在现代启蒙的继承中，

表达人性是叙事主体的责任。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殊性，

很难将个人树立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之上优先考量。所以，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叙事中，所有的个人都是被隐藏在 “国

家”“民族”这样的整体意识形态语汇中。几乎所有作品的

主要角色都被序列在传统伦理道德评判的肯定席上，这种道

德化的叙事过多宣扬了主要人物的道德完善和政治进步，而

忽略了挖掘和表达其人性层面可能不够“完美”的特点，这

就造成这些作品中很多反面人物反而要比正面人物更加鲜活

的状况。因为反面人物的描述相对宽泛，除了批判其反动性

这一点宗旨不变之外，其人性方面或粗俗、或虚伪、或冷

酷、或狡黠等诸多个性化特点都可得以展现。而正面人物承

载了太多权力意志，思想过度提纯而显得僵化，人性挖掘层

面往往只能浅尝辄止而无法深入。曾有评论家认为新中国成

立后至“文革”前，中国戏剧与现代性的关系渐行渐远@。

2．多个作品的雷同

将这一时期的多个京剧现代戏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虽然

其表现的是不同人物形象的生活、斗争经历，但是彼此间却

有着不同程度的“雷同”，颇有李逵遇到李鬼般的难堪。

其一，叙事结构雷同。

‘节振国》《六号门》这类强调党政意识的现代戏作品

往往具有相似的叙事结构。主人公大多出身贫苦，对敌对势

力有朴素的反抗意识，在被敌人逼至绝境时，其自发的斗争

往往会受到一个代表党的人物的指引，从而发生向自觉方向

的转变。主人公在党的关怀下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

士，甚至工人领袖，而且成为领袖后主人公领导的斗争也都

会无一例外地取得胜利。如《节振国》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节振国在共产党员胡振发的引领下成长为抗日革命领袖，而

丁占元在《六号门》中不仅制止了胡二无谓的牺牲，更推动

了胡二革命自觉性的思想转变。胡二出场时并不具有鲜明的

英雄气质，但在党的指引下，胡二顺利成长为工人革命的领

袖，虽然这种转变并没有得到合理阐释，但“党引领转变”

的主题却非常“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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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结构的雷同并不仅限于京剧现代戏，在所有反映现

实的作品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神似。如京剧现代戏《破

浪前进》(长正、章云、于英编剧，1965年)讲述了资本家

胡显堂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副厂长的合法地位，妄图复

辟资本主义。厂长韩大成被钻了空子，老工人出身的党员副

厂长耿老奎，坚决反击，最终消除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

一切障碍，保证了革命事业破浪前进。“敌人搞破坏，管生

产的领导被迷惑，老党员或者代表党的书记识破诡计，最终

将敌人消灭。”这样的叙事结构在《青松岭》《战洪图》等话

剧作品中也都有相似的表现。创作主体性缺失、主题立意和叙

事结构套路化形成的雷同，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反映现实的作

品共同的尴尬，而这种尴尬固然是政治教令僵化戏剧创作的例

证，更是社会变革与戏剧创作心理完全不合拍的深刻反映。

其=，情节设置雷同。

京剧《六号门》改编后增加了两场戏。其中一场是胡二

卖子丧父之后，极度伤心绝望，拿着菜刀去找马金龙拼命，

党的联络员孙掌柜看他神色异常，把他劝进了酒馆。地下党

员丁占元来到酒馆得知胡二要和马家拼命，对其进行了及时

的阶级教育：“就算你把马金龙杀死，可是还有李大头、范

辣子，他们还是照样骑在咱们的头上，你想想，你杀死一个

马金龙有什么用呢?”并指出其正确的斗争方向应该是和大

家团结起来进行自觉而有组织的斗争。于是胡二开始转变成

了党领导下自觉革命的战士。这样的情节在《节振国》中也

有展示。《节振国》中节振园的工友武顺生活极度窘迫，无

奈含泪卖女，被节振国发现后极力制止，并企图卖掉自己的

宝剑帮助武顺度过难关。胡振发出现，巧妙点醒节振国起来

进行自觉性的革命活动。基本情节相似，某些细节上甚至都

如出一辙，如武顺卖女，胡二卖子，这种雷同在表现现实生

活的戏曲现代戏以及其他剧种作品中非常常见，实在不能说

仅仅是巧合。

叙事结构及情节设置的雷同，致使很多作品中的人物也

都相互之间颇为神似。尤其是在主人公进步过程中可以起到

(上接32页)

元素。曲中大多以豫剧特有结尾音调写出，特别是“洋装”

中“装”字的发音，极具韵味。

3．独特的声音表现力

欣赏彭丽媛的声乐作品，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那独特的

声音表现力。彭丽嫒的音域宽广，声音圆润而清亮，甜美而

激情，讲究音乐和情感吐字，使声腔浑然一体，表现出中国

民歌特有的美感，其高中低三个音区运用自如，歌唱自然流

畅，所谓“字正腔圆”。如《小河淌水》、《我爱你塞北的

雪》等。

4．情感艺术特色

彭丽嫒认为歌唱时应该“用心儿歌唱”。情感是歌唱艺

术的主要内容，歌唱来源于人的心灵情感的直接表现，歌唱

的本质就足表达人的情感。如彭丽嫒演唱《黄河怨》、 《绣

红旗》中的内心情感演变。彭晤媛还将自身感受与体验融

化在声音中，以丰富的演唱技巧，创造出内心的切身情感体

验。如《父老乡亲》和《白发娘亲》所表达的情感，彭丽媛

亲身体验较深刻。彭丽嫒不仅结合生活中的切身感受用心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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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或者导火索作用的人物形象，如党代表、需要帮助的

弟兄等，雷同程度达到不同作品中的相关演员只是换换名字

便重新出场一样。

选材的相似、主题的相同等都是形成雷同的显而易见的

原因，而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使其趋同于国家话

语的要求，在这种创作心理的趋同过程中，创作个体大多湮

没在集体创作中，或者直接由集体创作，或者由集体讨论责

令作者修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这样势必造成创作主体

艺术创造性和艺术想象力的严重匮乏，其创作个性只能存留

于人物描画的细节和舞台呈现的存异，“雷同”几乎无法避

免。

对于现在的戏曲现代戏创作来说，“十七年”可供借鉴

的经验和教训远不止本文所述，可是确定需要完全规避的

“雷同”的模式化叙写，为什么在张扬创作个性、尊重戏剧

本体的今天，依然常见于很多主旋律的戏剧作品中呢?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注释：

①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第9页。中国

戏剧出版社。2008年9月版

②刘忠．《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第15页，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③在双百方针影响下。河北省2(泄纪50年代中后期便曾出

现过一批反映新的历史时期中出现的新的结构矛盾的小

说等文学作品，但随后被1957年开始的反右扩大化压制

下去，此后河北戏剧界没有发现相关作品

④方沉，张文轩．《京剧<六号门>导演札记》，栽于《戏

剧报》1964年第8期
‘

⑤曹其敏．《动人的京剧<六号门>》，载于《戏剧报》

1964年第6期

⑥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第9页，中国

戏剧出版社。2008年9月版

释，还不断注入新生体验和感受使演唱声情并茂，为我国声

乐演唱和声乐教学做出了贡献。

彭丽嫒在歌唱方法上走出了一条中西结合的道路，以往

被认为无法同时完整体现的这两者，在她的身上实现了科学

的交融，她的成功是她对艺术不懈追求的结果，她是当代声

乐之典范。彭丽媛顺应时代发展，在演唱道路上不断突破创

新，把中国民族声乐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继承和发展

民族声乐艺术开辟了道路，为中国民族声乐的研究者们开辟

了新声乐演唱提供了参考价值，也为声乐教学做出了重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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